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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展开，呈现从相互适

应到不适应再到经过自我调整回归适应的过程。社会基本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相互适应体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生

产关系确保了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从多方面改善了生产条件、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资金积累和原材料，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对立面之间的不适应体现在：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误解为集体统一经营和生

产，难以满足劳动者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需求，上层建筑对纯粹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维护，计划经济伴生的行政干预、

政府机构膨胀和条块分割等。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自我调适体现为：自下而上的个别调适和自上而下的全面调适

两个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调适促使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推进我国社会迈入了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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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

要和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

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

畴：社会主要矛盾一方面受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制约、

决定；另一方面自身的解决又能促进社会基本矛盾对

立面之间的相互适应。归根结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

化与社会基本矛盾对立之间的相互适应都与解放、发

展生产力密切相关。为了透彻地阐述新中国成立后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必要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

制度建立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展开情形。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首次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

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的矛盾概括、命名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

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两对基本矛盾内部既相适应又不适应。[1](214−215)此后相

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将毛泽东的上述见解诠释为，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之间的相适应是基本的、主要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是

非基本的、次要的[2]。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 

经历的失误、挫折，表明这一诠释值得商榷。社会主

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间的两种矛盾处理和协调得当、相适应是基本的、主

要的，相矛盾是非基本的、次要的；反之，处理、协

调不当，基本矛盾内部相矛盾便成为基本的、主要的，

相适应反而成为非基本的、次要的。在纯粹的生产资

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年代，社会基本矛盾的对立面之

间经历了基本适应和很不适应的过程。但是，社会主

义制度能够自我调适、自我完善，通过改革上层建筑

中妨碍经济基础运作、生产关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环

节，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展开，

对立面之间经历了适应、激化、调适的过程。探讨这

一过程，对于进一步健康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借鉴意义。 

 

一、社会基本矛盾双方的基本适应 
阶段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立，使工、农大众摆脱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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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调

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至“大跃进”前，生产关系和生

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是适应的，促进了生

产力的发展。这种适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确

保了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

极性。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里，工人为资本家

生产劳动，所得工资只是其劳动成果中很小的部分，

大部分劳动成果被资本家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占有。而

无地、少地的农民只能给地主、富农当长工、打短工，

或租地生产，承受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社会主义

制度建立后，工人、农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

成果为全民或集体所有。换言之，工人、农民在社会

主义制度内从事的生产是为自己生产，从而调动了他

们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 

其次，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的建立，从多方面改善了生产条件，促进了生产力的

发展。一是解决了生产中劳力、畜力和农具不足的困

难，而且有较充裕的资金购买新式农具；二是为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条件；三是为开展农业技术革新、

推广农业机械，采用新品种等提供了条件，为农业丰

收提供了保障。事实的确如此，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57

年与 1952 年相比，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 24.8%，平均

每年递增 4.5%[3]。1952—1958 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

了 27.8%，谷物产出增长了 21.9%[4]。 

再次，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资金积累和原材料，促进了

国民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基础异常

薄弱，国家财政极端拮据的国情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列强的封锁，不但要求迅速推进工业化建设，而且要

求农业增产增收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源保障。而农业

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推动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

新技术的运用、新品种、农药、化肥的使用，使得农

业增产增收成为可能，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所需

资源。“国家正是利用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合作社的生产

投入与产出逐步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轨道，人民公社更

为国家把农业剩余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工业化积累提供

了制度保障”[5]。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主要

方式是农民和农业企业向国家缴纳农业税。1958 年和

1959 年，农业为工业化建设提供的资金积累数量分别

是 133.56 亿元和 155.31 亿 元，分别占国民收入积累

总额的 35.2%和 27.8%，农村劳动力人均向国家提供

的剩余计量分别达 86.17 元 和 95.28 元[6]。可以说，

没有农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建立，就不可

能有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农村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不但推

进了农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推进了工业的进步，帮

助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因此，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在建立

初期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适应了以公有制为

唯一载体的经济基础。 

 

二、社会基本矛盾双方的不适应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在运转过程中渐渐显出不太适应甚至很不适应

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也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状

况。伴随“大跃进”而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是两对社会

基本矛盾内部双方由适应到不适应的分水岭。人民公

社化运动与“大跃进”直接导致生产力短暂发展后的

大幅倒退，致使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严重失衡，给我

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严重

的冲击。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是政府

采取不恰当的集体劳动组织形式措置生产资料，过分

动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建设。 

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严重挫伤了工

农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

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误解为集体统一生产

和经营，妨碍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在生产资

料实行公有制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里，

基本上采取社员集体统一劳动的组织形式。如前所述，

社员集体统一劳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和人民

公社化初期，是与当时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推动了生

产力的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员集体劳动的弊

端渐渐呈现出来，这些弊端妨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的发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种弊端具体体现

为，劳动者误以为自己的劳动付出没有得到足额回报，

从而消极怠工；劳动生产组织规模越大，劳动者个人

会觉得自己的劳动回报率越小，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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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受这种心态的驱使，劳动者在集体生产劳动过

程中难免会消极怠工，生产效率不高。 

第二，没有设计好劳动报酬核算机制，挫伤了劳

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集体统一劳

动基本上按平均主义原则计算劳动工作量，忽视了劳

动者劳动能力的个体差异，不能客观、公正地衡量与

核算劳动者的工作量。和集体统一生产劳动相伴而来

的，是如何计算劳动工作量的问题。以生产资料公有

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同工同酬的平均主义计

算方式，这里的同工同酬不是男女两性的同工同酬，

而是同一性别内的同工同酬。所谓同工同酬是同一性

别达到一定年龄、获得特定劳动能力的同档次劳动者，

同一单位劳动时间的劳动工作量被认为是相同的。作

为回乡知识青年，本文第一作者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曾在湖南邵阳县塘田公社白伏大队务农近三年，对当

年的劳动工作量的核算方式记忆犹新：成年男劳动力

从事集体生产劳动 1 天，记工分 10 分；而成年女劳

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却只记工分 6.5 分。这就

是说，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生产劳动，虽然提出了

同工同酬的口号，但实际上不是男女两性的同工同酬。

这对于部分身强体壮的女劳动力来说是不公平的，因

为她们的劳动能力比部分老年男劳动力乃至少数身不

强体不壮的中、青年男劳动力的劳动能力强，付出劳

动多，但报酬却少了 35%。久而久之，这部分女劳动

力就会因感到自己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而消极

怠工。此外，同一性别的劳动力同工同酬，看起来公

平，但实际上并不公平。因为忽略了劳动者的高、矮，

胖、瘦，强、弱，熟练、生疏，壮年与老年等个体差

异，使同一性别的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完全相同。

劳动效率高的个体与劳动效率低的个体获得的劳动工

分相同，即劳动报酬相同。分配上的不公平会使劳动

效率高的个体劳动者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心理上的

不平衡则驱使劳动者磨洋工现象的出现。厂矿、服务

业也因实行职工工龄相同工资相同的分配原则，过多

地采取计时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从而影响员工生产积极性的发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统一的集体经营和生产难以满足劳动者的

个性自由和个性发展要求。这又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统一的劳动上工、收工时间无法满足劳动者差异化

的特点。农村集体劳动的基本单位为生产队，劳动者

的数量少则几十，多则两百。既然是集体劳动，就必

须规定统一的劳作时间。作为确定劳作上工、收工时

间的生产队长，除了受自己生活习性影响外，必须考

虑大部分社员的要求。而考虑大部分社员的要求，就

会舍弃少数社员的诉求，从而牺牲少数社员的个人喜

好。个性得到尊重是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的

前提，而集体统一劳动无法尊重、满足所有劳动者的

特殊要求。换言者，集体统一劳动必然会妨碍少数劳

动者积极性的发挥。二是假日稀缺不能满足劳动者个

性发展的要求。人民公社化时期生产队集体统一劳动

的特点之一是假日稀缺，除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

节和春节等传统节日可休息几天外，其余时间每天都

要劳作，除非遇上异常天气。“文革”期间，国家强调

破“四旧”，除了春节放几天假外，其他传统节日都不

放假。稀少的假日严重妨碍了社员个性发展的要求，

几乎没有时间走亲访友、提升文化修养、从事体育和

娱乐活动等。三是单一的农业生产劳动妨碍劳动者特

长的发挥。人民公社化时期，国家规定集体统一劳动，

强调以粮为纲，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取缔个体经营、

贩买贩卖。当时，从事贩买贩卖者被冠以投机倒把的

罪名，一经发现除了没收资金、商品外，还会遭批斗

或法律的制裁。单一的农业生产，导致农村经济的凋

零，农民生活水平低下。 

上层建筑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维护，也阻

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理论上说，经济基础是特定社

会形态中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但在改革开放前，我

国只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经济形式。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的上层建筑建立在公有制

经济基础之上，反过来又会维护公有制。如上所述，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由于在劳动组织

方式、劳动报酬分配机制、满足劳动者个性自由和个

性发展等方面存在种种局限，妨碍了社员生产积极性

的发挥和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导致物资匮乏，工农群

众的生活水平低下。为了摆脱“大跃进”运动带来的

大饥荒，在时任国家副主席刘少奇的推动下，在 1962

年初，我国城乡部分地区曾短暂实施过“三自一包”

“四大自由”的经济政策。“三自一包”即自由市场、

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即雇工自

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租地自由。毛泽东对“三

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可能刺激个体经济和私有制

经济的发展，导致贫富分化做了脱离实际的估计，认

为它危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资本主义复

辟的危险，因而两项政策在实施不久即被叫停。这是

动用行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维护纯粹公有制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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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事例。与此同时，地方各级政府也出台了种种

政策限制、取缔个体经济、私有经济。正因为国家运

用上层建筑的力量维护公有制经济基础，才使得公有

制经济变得纯而又纯。厂矿、企业员工除了领取有限

的工资外，没有其他途径获得经济收入；农民除了占

有少量的自留地、自留山以外，都靠参加生产队的集

体劳动获取报酬。 

第五，计划经济伴生的行政干预致使企业的积极

性降低，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实行全民所有制和

集体所有制的年代，国家以计划经济调控和指导工农

业生产。计划经济在工业领域运用的更纯粹，政府基

本包揽了厂矿、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包括产量

的确定、职工工资的发放、原材料的供应、产品价格

的制定及销售等。正如有企业领导总结的那样：造成

了企业无权、无责、无动力的窘境；职工多劳不多得、

导致“一个干的、两个看的、三个捣蛋的”局面，调

动不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第六，计划经济体制导致政府机构膨胀和条块分

割，降低了生产效率。由于政府包揽企业的生产经营，

当社会上出现新的生产行业时，政府就会设立新的职

能部门去管理，这样就会导致政府职能部门不断增多。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审定的政务院部委机

构为 34 个，其中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部委机构包括

贸易部、海关总署、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

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

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等 16 个[7]。1965 年 1

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定的国务院部委机构

达到 79 个，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部委机构多达 36

个，冠以“工业”二字的部委包括冶金工业部、化学

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机

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第五机械工业部、第六

机械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八机械工部门、煤

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

部、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等 17

个，其中机械工业领域居然设置了 8 个部级机构[8]。

一方面，与经济建设相关的职能部门增多，势必导致

条块分割、企业的生产经营因受多个职能部门的管理

而无所适从，导致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与经济建设

相关的职能部门增加过多，导致国家职能部门的管理

人员膨胀，国家将企业上交税款的大部分用以支付这

些管理人员的工资，妨碍企业再生产的扩大和生产力

的发展。 

正因为计划经济年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生产

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以上的

不适应，妨碍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阻碍了生

产力的发展，没有为人民提供基本的衣、食、住、行

等方面的物资，致使他们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据世界

银行提供的统计数据，1970 年，美国在世界主要经济

体 GDP 排名中名列第一，其产值高达 10 250 亿美元；

我国位列第八，产值仅为 915 亿美元；我国的 GDP

总额仅占美国 GDP 的 8.9%。该年度，美国人均 GDP

达 5 136 美元，而我国人均 GDP 不足 112 美元，不到

美国人均 GDP 的 2%。 1980 年，美国的 GDP 总量达

27 689 亿美元，占世界第一；我国 GDP 为 3 065 亿美

元，排名世界各国和地区第八；我国 GDP 占美国 GDP

的 11%。当年，美国人均 GDP 达 12 576 美元，排名

世界各国和地区第十五；我国人均 GDP 为 308 美元，

仅占美国人均 GDP 的 2.45%。如果以国民人均收入来

衡量，1970 年我国的人均收入不到 112 美元、1980

年我国的人均收入还不到 308 美元[9]。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自我 
调适阶段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集体所有制和

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阻碍了工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致使了工农群众在长达 20 多年里都生活在较为贫穷

的状态下。在这漫长的年代里，不少有识之士力图冲

破条条框框，通过改革来克服体制的不足，以达到改

善和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

间的不适应状况，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这种调整经

历了自下而上的个别调适和自上而下的全面调适。 

(一) 自下而上的个别调适、自发调适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自我调适始于推行高级

农业合作社运动的过程中。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公有化

程度偏高，过分强调集体统一经营，排斥商品经济，

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为纠

正这一不足，还在高级农业合作社尚未建成的 1956

年上半年，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部分高级农业合作社

就尝试包产到户。该年，此县共有 200 多个高级农业

合作社实行包产到户，占该县总社数的 24%。受它的

影响，温州地区其他各县也先后实行包产到户。1957

年秋，包产到户的做法被当作犯了“离开社会主义道

路的原则性路线的错误”而被纠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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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春夏，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急于

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共产风”错误，河南、甘肃、江

苏不少地方的生产队、生产组实施包工到户、包产到

户、地段责任制等分散经营形式。而该年秋天召开的

庐山会议将这些分散经营的形式予以批判、取缔。为

缓解“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1961 年初，全国有不

少的地方再一次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当年，安徽

农民推出了“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

任田”。责任到人的分散经营形式克服了生产队集体统

一劳动因为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导致的消极怠工现象，

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根据

1961 年 10 月安徽省 36 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

田”的 36 个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量比上年增产

38.9%；而另外 36 个条件基本相同、不实行“责任田”

的生产队，平均亩产量只比上年增产 12%[11]。1962 年

1 月，安徽实行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因被斥为背

离社会主义方向受到了批判，1962 年 8 月被冠以“走

资本主义道路”而被取缔。  

1978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公社小岗村生产队

18 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实施包产到户。当时，小岗

村有农户 20 家，人口 115，适于种植的土地达 300 亩，

而人均年口粮只有 40 斤。村民因粮食严重短缺而吃不

饱饭，每年过完春节就外出讨饭过活。1978 年 11 月

24 日晚上，小岗村的 18 户农民，在队长严俊昌的带

领下，冒着坐牢的危险，在联产承包责任协议书上盖

章或揿上鲜红的手印。把生产队的土地承包给农户后，

社员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劳动，自主经营，从而生产积

极性空前提高。“1979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2

万多斤，相当于 1966 年到 1970 年 5 年产量的总和，

生猪饲养量 135 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 2.4

万斤，超过任务 80 倍，人均收入由 1978 年的 22 元上

升到 400 元。小岗队大包干到户一年翻身，‘讨饭庄’

一跃为‘冒尖庄’。”[12]这一变化足以说明农村实行了

20 多年的社员集体统一劳动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

巨大的束缚。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劳动、自主经营，

使劳动者消除了思想上的误区，化解了劳动者之间的

矛盾，充分调动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

的发展。 

以上自下而上包产到户的成功事例说明，农村社

会主义公有制可以采取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  

模式。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不少工矿企业、农场就尝

到采取单一计时工资的苦头，有条件地采取计件工资，

克服了劳动者之间的攀比倾向，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地质部钻探大队自 1955 年第

四季度实行计件工资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13]。

1962 年秋后，企业的计件工资也因可能产生贫富分化

而被国家叫停。计件工资被取缔多年后，上海地毯总

厂第一分厂的剪花、织毯两个车间从 1980 年 2~3 月

份起实行计件工资，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表现为

工人们的劳动态度改进，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

提高 24%−44%，工人收入明显增加[14]。 

(二) 自上而下的全面调适、自觉调适阶段 

自下而上自发调适的成功，推动了党和政府有序

而长期地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

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实施

经营权的变革和充实多种经济所有制成分，推进经济

建设。我国自上而下地协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

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适应，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

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又

是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在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引领下，鉴于安徽小岗村家庭

联产承包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万里、老一辈革命家陈云、邓小平对这一改革表示明

确支持。 

1982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颁发了第一个关于农

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

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

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

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改革从否定一大二公的人民

公社体制开始，在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

把效率低下的集体公有、统一经营和生产、统购统销

体制，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以

家庭为自主经营实体，实行先上交国家、其次留足集

体、剩下归家庭的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

上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15]。1982 年

底，全国农村 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1991 年 11 月，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

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

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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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党和

政府还出台一系列政策，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农村

非农业体制。1983 年，中共中央颁发一号文件，决定

放宽、发展农村工商业；1984 年，中共中央发布“一

号文件”，决定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允许有偿转让土地

使用权；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在农产品流

通体制改革方面，加快了政府调控向市场调节的速度，

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数量；在农产品价格形成过

程中，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定价为辅的政策；

允许务工、经商、从事服务业的农民自理粮食到集镇

落户。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政府再一次提高了粮食、

棉花、食用油等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农民增收。

2003 年，国家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征

程，陆续推出一系列惠农政策。2004 年，国家推出了

粮食直接补贴措施；2006 年，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

彻底消除了农民负担；紧接着是精准扶贫，老、少、

边、穷地区的贫困人口迅速减少。 

经过 40 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农村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这主要包括：摈

弃“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集体所有制生产关系，初

步建立合乎我国国情的农村经济体制。注重科技在推

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

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不断提高，1978—2017

年，我国粮食产量由 60 95 亿斤增加至 12 358 亿斤，

成功地解决了 13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民收入持续增

长，人均纯收入从 1978 年的 134 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10 772 元，年均增长率达 7.28%；农村扶贫脱贫工作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 1978 年的

7.7 亿人下降到 2017 年的 3 046 万人。农村面貌发生

根本变化，体现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全面发展，新农村建设扎实   

推进[16]。 

二是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在农村推行以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

国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也在逐渐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

包括以下主要内容：首先，1978—1980 年，政府下放

部分权利给企业、减税、让利，给予企业一定的财产

自主和经营自主权利。这一举措将国有企业从计划经

济时代的国家大包大揽下解放出来，提高了企业经营

的积极性。其次，尝试推行经济责任制。从 1981 年开

始，国家在部分地区的企业中实施多种形式的盈亏包

干责任制和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浮动工资等措施，

将生产责任制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并逐渐形成责权

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与此同时，国家开始对物价

实施改革，降低部分工业产品的价格，部分产品的价

格由市场调节。再次，从 1986 年开始，国家在国有企

业推行承包责任制，完善经营机制改革，从而彻底铲

除了计划经济时代培植的大锅饭，极大地调动了企业

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生产力的发展。最后，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 1992 年开始，企业经济体改革

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以

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公司制

度为核心，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

学的新型企业制度。而当今，大多数国有企业完成了

国有经济控制主要股权的股份制企业转型。在国有企

业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逐步改变了单一的公有制经

济政策，承认并培育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形式。 

实行纯粹的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

说，在实践上也有害。从理论上看，经济基础是特定

社会形态里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社会只允

许纯粹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存在，其经济基础只有公

有制生产关系这种成分存在，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的

经济基础。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五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

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

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

所有制。”[17]但这种正确的判断只贯彻不到两年的时

间，到 1956 年底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

只留下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

经济。早在春秋时期，周朝太史令伯阳父就提出了，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8]意即不同成分的配合，

才能促成万物的生长、发育；如果只有单一的成分简

单叠加，则无法促成事物的生长、发育。对于一个社

会的经济发展来说，如果只允许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存

在，就会因缺少竞争而失去发展的动力，从而失去生

机。从实践上看，我国在 1956—1978 年长达 22 年的

时间里，都在推进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建设，其生机和

活力已耗损殆尽。长期推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

济建设导致了多种弊端：妨碍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

发挥，消极怠工现象严重，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导致

劳动效率低下，社会财富匮乏，绝大分农民群众生活

在贫困状态，导致了 20 多年的贫穷的社会主义状态。 

经过 40 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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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成就，经济效益非常显著。在现代企业制度还

没有建成的 1997 年之前，国有企业在整体上呈现亏损

局面，而且亏损额不断增加，由 1978 年的 42 亿元上

升为 1997 年的 830 亿元。现代企业制度建成后，国有

企业的经营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有控股工

业企业为例，从1998 年到2016年，其资产由74 916.27

亿元增加到 417 704.16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由     

33 566.11 亿元增加到 238 990.23 亿元，利润总额由

525.14 亿元增加到 12 324.34 亿元[19]。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价格体改革、金融体

制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

叙述。 

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改革开

放以来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明，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

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

的自觉调整予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对立之

间的不适应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观念上层

建筑中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超越现实的“左”的设计、

政治上层建筑中对这种纯粹的公有制体制以及集体统

一生产、经营，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维护，才是不适

应经济基础的主要原因。通过自觉的调整，克服这些

弊端后，社会主义社会两对基本矛盾内部之间的对立

能够缓解而趋向更加适应，能够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所以能够由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内部的不

适应通过改革得到了克服，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积累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 

 

四、结语 

 

新中国建立以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

和经济基础两对基本矛盾的对立面在展开过程中经历

了适应、不太适应、激化和自我调适的过程。以往学

术界一致地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

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适应的一面是主要的、基本的，

而不适应的一面是次要、非基本的。就上层建筑和经

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而言，学者们都以毛泽东在《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一文提出的观点为根据，

认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不

适应和矛盾主要体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

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以及国家制度中某

些环节缺陷的存在[1](215)。本文的分析表明：上述观点

值得推敲。笔者认为，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运转

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体制设计、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弊端、

政治上层建筑对纯粹公有制经济强有力维护造成的。

党和政府自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协调社会基本矛盾内

部之间的不适应，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成了社会

主要矛盾的转化，推动我国社会迈进了新时代。有理

由相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解决，同样继续要求党和政府自

觉采取有力措施调整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不适应因

素，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作为从理论上首次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两对基

本矛盾展开进程的文章，由于缺乏可供借鉴的文献资

料，还存在论述不够严谨，论证不够充分等不足。此

外，文章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生产关系适应生产

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分析也比较粗糙。这些

不足，笔者会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完善。社会基本矛

盾与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这个属概念的两个种概

念，要准确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展开，还必须结合

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展开予以研究。社会基本矛盾和社

会主要矛盾的关系是本质和现象、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社会基本矛盾制约、决定社会主要矛盾，而社会主要

矛盾的解决反过来又能促进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内部对

立面之间的相互适应。这些问题，也只能等待笔者在

另文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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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presents a process from mutual adaptation to 

incompatibility to self-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The mutual adaptation between the opposites of the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our country is reflected in that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ensures the status of 

workers and farmers as masters, improves production conditions in many ways, provides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aw 

materials for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inadaptability of the opposites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our society can be seen in that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s mistaken as collective unified operation and production, which hardly meets workers’ 

requirements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superstructure’s maintenance of a single public 

ownership economic base,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accompanied by planned economy, and expans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The self-commissioning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ism is reflected in 

the two stages of bottom-up individual adjustment and top-down comprehensive adjustment. The adjustment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society 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our society and promoted 

the society of our country to enter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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